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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沉积物中生物群落-生境要素-污染物分布特征及响应规律

刘思如， 刘昕怡， 袁佳文， 毛佳丽， 丰美萍， 王丽芳， 林 田

（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与生态环境学院，上海  201306）

摘　要： 通过环境DNA技术（Environmental DNA，eDNA）与理化参数分析，系统解析了杭州湾表层沉积物中

生物群落结构、生境要素及污染物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杭州湾表层沉积物

中共鉴定出 53门生物类群，后生动物占据主导地位（42.55%），其中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为绝

对优势种（20.84%），群落呈现显著的关键种驱动特征。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异显著：丰富度指数 Observed 

species（513~3 169）、Chao1（777.33~4 185.46）由北向南呈递减趋势，均匀度指数Pielou J（0.05~0.79）和多样性

指数 Shannon（0.31~6.01）均呈现北部高、中部低、南部略高的趋势。沉积物粒度［以粉粒为主，（70.72±

1.94）%］与TOC［（0.20±0.06）%］、TN［（0.06±0.01）%］的空间分异显示：粗颗粒底质通过优化蟹类栖息条件驱

动群落单一化，而C/N（3.12±0.83）指示海源有机质主导，TOC和TN高值区与藻类和原生动物优势吻合。污

染物分析表明：杭州湾沉积物中污染物总体呈现离岸扩散梯度降低特征，其中DDTs［（9.45±1.68） ng/g］，溴代

阻燃剂［以NBFRs为主（76.7%）］，PBDEs（BDE209比重超过 71%），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PFCAs占比 87.9%）

因高水溶性，沉积物中分布相对均一。潮汐动力与陆源排放塑造了生境要素和污染物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通过整合宏观尺度冗余分析（RDA）与微观生态机制解析，构建了杭州湾"格局-机制"协同验证体系。宏观层

面揭示生物群落多样性对多维环境梯度的响应规律，微观层面阐明污染物与环境因子对功能群落的差异驱

动作用。二者互证表明，跨尺度互馈机制是解析生态系统涌现性特征的核心路径，为大型强潮河口生态系统

的多压力协同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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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沉积物作为水陆交错带的生态界面，其

环境异质性深刻影响着底栖生物群落的演替格

局［1］。这一特殊介质不仅承载着流域污染物迁移

转化的地球化学记忆，其粒度组成与有机质含量

的时空分异也是维系区域生态系统功能的关键

生境要素［2］。在人类世（Anthropocene）背景下，

高强度开发活动引发的复合污染已超越自然演

替阈值，导致全球河口生态系统呈现生物同质化

趋势［3-4］。特别是在强潮汐动力体系内，沉积物-
污染物-生物的耦合作用机制呈现显著非线性特

征——潮汐泵效应加速污染物再悬浮［5］，而沉积

动力分选作用则通过粒径分异调控污染物赋存

形态［6-7］，这种双重机制使传统基于稳态假设的环

境评估体系面临严峻挑战。

聚焦杭州湾这一东亚典型强潮河口，其喇叭

状地形对长江/钱塘江径流与东海潮涌形成动力

辐聚，以致潮差特征达 5.7 m［8］。独特的水文格局

驱动沉积物呈现昼夜尺度的动态平衡：涨潮期细

颗粒物质向陆输运，落潮期粗颗粒向海扩散。这

种周期性扰动不仅导致有机污染物呈现“源-汇”

转换特征，更通过改变底质渗透性影响生物生命

活动［9］。值得注意的是，本区域作为长三角经济

枢纽，承受着工业和农业复合压力［10］，其次氟/氯/

溴代污染物因其环境持久性与生物累积性，已成

为新兴生态风险因子［11］。近年来，eDNA 技术革

新了生物多样性监测范式。该技术通过捕获环

境介质（水、沉积物等）中的游离DNA片段，结合

高通量测序与生物信息学分析，突破分类鉴定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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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揭示生物多样性，有效探测低丰度/暂居物种

的生态足迹，耦合环境参数与分子数据，支持多

维度生态互作机制解析［12］。

当前研究存在三重认知局限：其一，现有质

量评估体系多采用还原论范式，割裂了沉积理化

参数-污染物复合暴露-生物多样性响应的级联关

系［13］；其二，对新型污染物与传统污染物的生态

效应差异缺乏系统解构；其三，传统形态分类法

难以解析微生物功能群的胁迫响应机制。本研

究通过测定沉积物的粒度组成、总有机碳（TOC）

和总氮（TN）以及氟、氯、溴 3 种典型卤代污染物

的含量，结合沉积物DNA宏系统分类学技术，系

统研究了杭州湾表层沉积物中生物多样性对生

境要素和污染物的生态响应。同时，对比分析了

“新型”与“传统”污染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差

异，旨在揭示主要污染物的生态效应及其生物指

示作用。通过选取与污染赋存情况显著相关的

生物多样性指数，突破传统生物监测的线性范

式，本研究为评价近海生物多样性提供新的视

角，揭示潮汐扰动下"物理筛选-化学吸附-生物适

应"的协同作用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采集与处理

样品于 2023年 8月在杭州湾近海海域（经度

范围：121.6° E ~ 122.6° E，纬度范围：30.2° N ~ 

30.8°N）通过科考航次采集。航次设置 30个调查

站位，各站位的分布如图 1所示。表层沉积物样

品使用 50 cm × 50 cm的箱式取样器采集，获取的

表层沉积物包裹在铝箔自封袋中于-20 ℃冰箱中

冷冻保存。

沉积物样品在-50 ℃条件下冻干以去除水

分。冻干后的沉积物样品，过 20 目尼龙网筛滤

去其中杂质，再次混匀后取 5 g 沉积样品置于

50 mL无菌离心管中，用于分子生态学分析，长期

保存于-80 ℃超低温冰箱中。其余样品用于沉积

物理化学参数分析。

1.2　环境DNA提取、扩增及测序

采用 eDNA 技术对生物群落组成进行分析，

具体步骤包括DNA抽提、聚合酶链式反应（PCR）

扩增、荧光定量、Illumina 文库构建和 Illumina 测

序。完成基因组DNA抽提后，利用 1%琼脂糖凝

胶电泳检测抽提的基因组 DNA。使用引物

1380F-1510R，引 物 的 测 序 区 域 为 18SrRNA

（V9）、mlCOlintF-jgHCO2198 引物的测序区域为

COⅠ基因，按指定测序区域，合成特异引物，确

保该引物能在最低循环数中使绝大多数样本扩

增出浓度合适的产物。每个样本做 3个重复，将

同一样本的PCR产物混合后用 2%琼脂糖凝胶电

泳检测，使用 AxyPrepDNA 凝胶回收试剂盒

（AXYGEN公司）切胶回收 PCR产物，Tris HCl洗

脱；2% 琼脂糖电泳检测。参照电泳初步定量结

果，将PCR产物用蓝色荧光定量系统（Promega公

司）进行检测定量，之后按照每个样本的测序量

要求，进行相应比例的混合。最后进行文库构建

和测序。以上步骤由上海凌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完成。

图1　杭州湾表层沉积物采集站点图
Fig.  1　Surface sediment collection site map of Hangzhou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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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污染物和生境要素的测定

冻干后的样品先进行研磨，取5 g使用加速溶

剂萃取（ASE）法处理有机氯农药（主要是滴滴涕

DDTs、六六六 HCHs）和溴代阻燃剂（多溴联苯醚

PBDEs、新型溴代阻燃剂 NBFRs），加入 TCMX、
13C-PCB-11+155+206、BDE-138 作为回收率指示

剂，溶剂为二氯甲烷和正己烷（V∶V=1∶1），萃取温

度 100 ℃，萃取压力 10.34 MPa，加热平衡 5 min，

萃取时间 5 min，循环次数 2次，氮吹时间 60 s，冲

洗体积为萃取罐体积的 60%。在提取过程结束

时，样品通过旋转蒸馏浓缩至 1~2 mL，随后，用正

己烷在中性硅胶柱上用20 mL二氯甲烷和正己烷

洗脱液进行溶剂转化。将带样品的裂解液用温和

的氮气流浓缩至 500 μL，转移到 2 mL 的进样瓶

中。仪器分析前加入 13C-PCB141和BDE-77分别

作为有机氯农药和溴代阻燃剂的内标物。采用岛

津TQ8050NX气相色谱-串联质谱仪（GC-MS）和

电离源（EI）进行测定。色谱柱为DB-5MS（30 m×

250 μm×0.25 μm；Agilent Technologies，USA），采

用不分流进样，进样量为1 μL。载气为高纯氦气，

流速为 1.3 mL/min，离子源温度为 250 ℃，溶剂截

止时间为6.5 min。初始温度为100 ℃，保持2 min

后，以 15 ℃/min 的速度迅速升温到 210 ℃，保持

2 min，接着以2 ℃/min 的速度升温到230 ℃，然后

以10 ℃/min的速度升温到300 ℃，保持5 min。质

谱分析采用多反应监测模式（MRM）进行定量分析。

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包括全氟磺酸 PFSA、

全氟羧酸 PFCA、新型氟化物 Emerging PFAS）前

处理是称取 3.0 g冷干研磨后的沉积物加入聚丙

烯离心管，加入 2 ng内标，用 10 mL 0.2% NH4OH

溶液超声提取 15 min，重复 3 次，合并上清液，经

Envi-Carb柱净化后，氮吹浓缩至200 µL。

使 用 激 光 粒 度 分 析 仪（Mastersizer 2000，

Marlven，UK）测定沉积物粒度组成，并按其粒度大

小划分为黏粒（clay，<0.002 mm）、粉粒（silt，0.002~

0.063 mm）和砂粒（sand，0.063~2 mm）。使用元素

分析仪（Vario Max CN，Elementar，Germany）检测

沉积物中总有机碳（TOC）与总氮（TN）含量。

1.4　质量控制和保证（QA/QC）

整个过程中增加实验室空白（监控整个实验过

程是否有污染物）、空白加标（监测目标化合物的回

收率）、样品平行样（考查分析结果的重复性及分析

方法的精度）等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QA/QC）样品，

每个分析样品（包括QA/QC样品）都添加回收率指

示标样。GC-MS上机测样时，每测10个样品加入1

个质控样品来确保仪器运行的稳定。检出限的计算

方法是空白平均值加3倍的空白标准偏差。eDNA

技术在检测过程中做了相应的质量控制，全部样本

按照正式实验条件进行，PE250测序序列首先需要

根据 barcode 得到所有样品的有效序列；然后对

reads的质量进行质控过滤。每个样本做3个重复。

1.5　计算与数据处理

使用 R 语言计算多样性指数（包括 Observed 

species、Chao1、Pielou J 和 Shannon），其 中

Observed species和Chao1代表丰富度，Pielou J代

表均匀度，Shannon 代表多样性。利用 Canoco 5

软件完成RDA图的绘制。利用ArcGIS 10.8中的

Kriging插值方法完成了空间分布图的绘制。

2　结果与讨论

2.1　物种组成和多样性分析

30个沉积物样本经 eDNA技术，除去未知分

类，共测得 53种门类的生物类群，其中后生动物

21 门 占 据 主 导（42.55%），原 生 动 物 16 门

（16.90%）、藻 类 7 门（15.35%）以 及 真 菌 9 门

（1.31%）。优势种结果分析表明，三疣梭子蟹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的个体数最多，占总个

体 数 的 20.84%，其 次 为 丝 状 异 毛 虫 

（Heteromastus filiformis）（6.12%）、中华绒螯蟹

（Eriocheir sinensis）（5.77%）、太平洋亚历山大藻

（Alexandrium pacificum）（4.09%） 、大 黄 鱼

（Larimichthys crocea）（3.15%）、偏 心 圆 筛 藻

（Thalassiosira eccentrica）（2.79%）、东海斯氏藻

（Scrippsiella donghaiensis）（2.58%）、奇异囊沟藻

（Cystoditrium paradoxigomosa） （1.77%）、沥青乳

管藻（Bittuminaria bituminosa）（1.62%）、寄生甲

藻（Amoebophrya sp）（1.10%），以上 10 个物种占

总体物种丰富度的 49.82%，群落结构呈现显著的

优势种聚集现象。这一组成特征表明，研究区域

可能受特定环境（如底质类型、营养供给或人类

活动）的强烈选择压力，导致群落呈现典型的关

键种驱动型结构（表1，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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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于 eDNA技术在杭州湾区域的生物检出情况
Tab. 1　Biological detection based on eDNA in Hangzhou Bay

界 Kingdom

后生动物 Metazoa

原生动物 Protozoa

藻类 Algae

真菌 Fungi

未知 Unclassified

门 Phylum

节肢动物门 Arthropoda

环节动物门 Annelida

线虫动物门 Nematoda

脊索动物门 Chordata

扁形动物门 Platyhelminthes

异无腔动物门 Xenacoelomorpha

刺胞动物门 Cnidaria

动吻动物门 Kinorhyncha

腹毛动物门 Gastrotricha

软体动物门 Mollusca

苔藓动物门 Bryozoa

栉水母动物门 Ctenophora

半索动物门 Hemichordata

多孔动物门 Porifera

轮虫动物门 Rotifera

二胚虫门 Dicyemida

棘皮动物门 Echinodermata

腕足动物门 Brachiopoda

纽形动物门 Nemertea

扁盘动物门 Placozoa

缓步动物门 Tardigrada

纤毛虫门 Ciliophora

盘蜷虫纲 Discosea

丝足虫门 Cercozoa

顶复门 Apicomplexa

内黏虫门 Endomyxa

有孔虫门 Foraminifera

真虫类 Evosea

管足虫纲 Tubulinea

雾虫纲 Nebulidia

半鞭毛虫门 Hemimastigophora

异叶足纲 Heterolobosea

皮寇虫门 Picozoa

内基体门 Fornicata

副基体门 Parabasalia

帕金虫门 Perkinsozoa

前轴柱虫类 Preaxostyla

硅藻门 Bacillariophyta

链形植物门 Streptophyta

眼虫门 Euglenozoa

绿藻门 Chlorophyta

红藻门 Rhodophyta

定鞭藻门 Haptophyta

皮拉逊藻门 Prasinodermophyta

卵菌门 Oomycota

子囊菌门 Ascomycota

担子菌门 Basidiomycota

毛霉菌门 Mucoromycota

壶菌门 Chytridiomycota

捕虫菌门 Zoopagomycota

隐真菌门 Cryptomycota

微孢子虫门 Microsporidia

芽枝霉门 Blastocladiomycota

未知 unknow

相对丰富度 Relative abundance/%

27.74

6.22

4.46

3.20

0.30

0.25

0.21

0.06

0.05

0.03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9.61

1.85

1.38

0.92

0.86

0.81

0.71

0.44

0.09

0.09

0.08

0.02

0.02

0.01

0.01

<0.01

7.21

3.51

2.13

1.40

0.83

0.26

0.01

0.54

0.33

0.20

0.12

0.07

0.05

<0.01

<0.01

<0.01

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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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结合生物多样性与空间异质性分析，

深入讨论该区域底栖生物群落的稳定性与特征

性。生物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丰富度方面：丰

富 度 指 数 总 数 范 围 为 513~3 169，Chao1 为

777.33~4 185.46（图 3），两者变化趋势高度一致

（P<0.01，R2=0.893），表明测序深度足以反映群落

的物种组成特征。空间分布上，杭州湾物种数量

和丰富度都是由北向南呈现递减趋势，东北部区

域的物种丰富度显著高于其他区域，其中点位 4、

5、6在物种丰富度组成结构上高度相似（图 2），可

能因为这些区域有丰富的食物资源、合适的栖息

地，其类似环境条件更适宜多种生物生存。

代表群落物种均匀度的 Pielou J 为 0.05~

0.79，东北部和南部（近舟山群岛主岛）区域数值

图3　杭州湾表层沉积物中生物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的空间分布图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iotic richness index （Observed species、Chao1） 、evenness index （Pielou J） and 

diversity index （Shannon） in the surface sediments of Hangzhou Bay

图2　杭州湾各点位优势物种组成
Fig. 2　Composition of dominant species at each site in Hangzhou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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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说明物种分布更均匀，群落结构更稳定；中

部区域数值低，区域物种分布不均，单一物种占

主导，如点位 16、9 和 15，是物种三疣梭子蟹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相对丰富度前三的点

位，分别是84.55%、69.59%和29.64%。

多样性指数 Shannon 为 0.31~6.01，其综合考

虑了物种丰富度和均匀度。采样区域东北部靠

近长江口区域数值较高，表明其生物多样性高，

可能由于长江径流及营养物质输入等因素支持

了更多的物种共存，生物群落更为复杂和稳定，

中心区域 Shannon 数值较低，表明生物多样性较

低，可能由于生境条件与地理环境压力共同驱动

所致。一方面，中心区域东侧舟山群岛与岱山岛

呈链状分布，形成半封闭地形，阻碍长江冲淡水

与外海高盐水体的交换［14-16］。这种地理阻隔导致

中部区域水动力减弱，细颗粒黏粒持续悬浮并随

潮汐外输，而粗颗粒（砂粒-粉粒）因重力沉降在

岛群背风侧堆积（图 4）。粗质底栖环境虽利于蟹

类掘穴，但缺乏黏粒-有机质复合体，抑制了依赖

微孔隙生境的端足类、多毛类等小型底栖动物的

生存［17-18］。岛屿间狭窄水道形成生物扩散屏障。

浮游幼虫（如贝类、棘皮动物）难以跨越岛链进入

中部区域，导致群落补充依赖本地繁殖［19］。长江

口外海域的物种丰富度指数均值为 0.64±0.14，而

中部区域（南支水域）的丰富度指数更低，可能接

近或低于 1% 的阈值［20-21］。另一方面，中心区域

三疣梭子蟹等优势种通过生物扰动改变底质氧

化还原状态，蟹类摄食选择性（偏好多毛类与小

型甲壳类）进一步降低物种均匀度，形成“正反馈

循环”——优势种通过改变环境巩固其生态位，

加剧物种和群落单一化。

2.2　生境要素的分布及其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本研究生境要素从粒度组成和 TOC、TN 展

开讨论。杭州湾沉积物粒度呈现显著空间异质

性（图 4），整体以粉粒为主导组分（70.72%± 

1.94%），黏粒含量普遍低于 31.52%。值得注意的

是，位于钱塘江水平径流口的中心区（9、15点位）

黏粒含量最低（<15%），这与该区域强潮汐动力

和径流冲刷作用密切相关。高能水动力环境通

过选择性输运机制抑制细颗粒沉积，同时促进粗

颗粒在近物源区或高扰动带的富集［22］。此外，周

边岛屿群对水流的阻挡与分流效应可能进一步

强化了沉积物分选的空间梯度，例如舟山群岛的

岬角地形可能形成局部涡流，导致粗颗粒物质在

背风侧堆积［23］。

沉积物粒度组成与多样性指数（图 3）呈现协

同分布格局：黏粒含量最低的中心区同时表现为

低多样性（Shannon较低），这与优势种蟹类（如三

疣梭子蟹）的栖息偏好高度吻合。研究表明，粗

颗粒底质（粉砂-砂粒混合相）可为蟹类提供更稳

定的掘穴环境。类似现象在长江口北支有报道，

ZHAO 等［24］发现粗砂质区域甲壳类丰富度较黏

粒区更高。然而，与南海红树林湿地相比，杭州

湾蟹类对粒度敏感度更高，可能反映了两地沉积

物有机质含量与水文稳定性的差异——红树林

区高有机质黏粒可补偿物理结构的不足，而杭州

湾高扰动环境迫使生物更依赖底质物理特

性［25-26］。

杭州湾沉积物中 TOC、TN 的分布受多重输

入途径控制，包括陆源输入（地表径流、大气沉

降）、海洋内源生产（生物碎屑沉降）及早期成岩

作用释放［27- 28］。本研究显示，表层沉积物TOC含

量为（0.20±0.06）%（0.09%~0.31%），TN 为（0.06±

0.01）%（0.04%~0.11%）。北部 TOC 高值区（>

0.25%）与长江口羽状流扩散范围高度重叠（图

3），印证了长江对边缘海有机碳库的支配性贡

献［29-30］。这一现象与密西西比河口沉积物 TOC

分布模式相似，但杭州湾因潮汐搅拌更强，陆源

有机质保存效率较后者低约 30%［28， 31-32］。此外，

若干年前的舟山海域水质“极差”（《中国近岸海

域环境质量公报》）进一步暗示港口活动（如船舶

油污、养殖废水）可能通过细颗粒吸附作用增加

沉积物中难降解烃类有机质的累积［28， 33］。

TOC/TN（C/N）值可以反映区域有机物的来

源组成［34］。研究区 C/N值（3.1±0.8，1.6~4.5）指示

有机质以海源为主，北部近长江口区域比值最

高，与长江大量陆源有机质输入（年均输沙量

4.27×108 t）［35］及高浮游生物生产力（Chl.a 峰值>

10 μg/L）密切相关［36］，与北部高浮游生物生产力

及富营养化状态（TN>0.07%）相符；而东南部岛

屿区（如舟山北部）C/N 值较低（2.7±0.8），可能因

为细菌源有机质主导或黏粒矿物对 NH4
+的强烈

吸附；对应多样性较低（Shannon<3），可能因有机

质难降解（如细菌细胞壁残留物），迫使微生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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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向寡营养型（如放线菌门）演替，降低功能多样

性［37］。此趋势与珠江口研究结果相悖，后者因陆

源腐殖质输入导致 C/N 值与多样性呈负相

关［38-39］，凸显区域特异性机制的重要性。

2.3　污染物分布及其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杭州湾表层沉积物有机氯农药中DDTs含量

为 9.45±1.68（6.58~12.26）ng/g，HCHs 含 量 为

0.26±0.22（0~1.17）ng/g，其空间分布呈现显著陆

源输入特征（图 5）。钱塘江口、甬江口及舟山-岱

山岛群邻近海域有机氯农药含量最高，与该区域

历史上集约化农业（水稻、棉田）的农药残留物经

地表径流输入密切相关［40-42］。此外，岛群邻近海

图4　杭州湾表层沉积物中粒度、TOC、TN、C/N值的分布
Fig. 4　Distribution of particle size， TOC， TN and C/N ratio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Hangzhou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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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船舶防污涂料的使用和释放，可能贡献了部

分“新鲜”的 DDTs（如 o，p'-DDT）［43］。相比之下，

开阔海域有机氯农药含量因离岸水动力稀释与

沉积物再悬浮作用显著降低［40， 44］，这一分布模式

与长江口及珠江口沉积物有机氯农药的“近岸富

集-离岸扩散”规律一致，但杭州湾因潮汐湍流更

强，离岸衰减速率较二者高约20%［45］。

杭州湾表层沉积物中溴代阻燃剂含量为

11.79±12.69 ng/g（0.70~44.11 ng/g），高值区集中

于钱塘江口、甬江口及舟山港周边（图 5），与周边

电子垃圾拆解场、塑料制品加工区的分布有

关［46］。其中传统溴代阻燃剂 PBDEs 占比 23.3%

［（2.75±2.67） ng/g］，新型溴代阻燃剂NBFRs占比

76.7%［（9.04±10.64） ng/g］。NBFRs比重较大（如

DBDPE、BTBPE）与 2004年以来中国逐步禁用五

溴、八溴和十溴联苯醚（BDE-209）的政策密切相

关［47］。然而，BDE-209 仍占 PBDEs 总量的 71%，

反映电子制造业对十溴联苯醚的持续需求，这一

趋势与珠江口沉积物中 PBDEs 占比（38%）形成

鲜明对比，凸显长三角地区电子产业链对传统溴

代阻燃剂的深度依赖［48］。PBDEs 的“陆源热点”

特征与有机氯农药相似，但其在河口区的滞留能

力较弱（log Kow=6.5~8.2），更易通过颗粒物吸

附-解吸循环向开阔海域迁移。杭州湾NBFRs含

量（均值 9.04 ng/g）显著高于渤海湾，但低于珠江

口，可能与区域产业升级节奏差异有关［49-50］。此

外，NBFRs的“陆-海递减”梯度较PBDEs更平缓，

NBFRs因疏水性较低（log Kow=4.1~5.8），其更高

的水溶性，离岸扩散能力更强（图 5）。这与实验

室模拟中 NBFRs 在沉积物-水分配系数（Kd）较

PBDEs低1~2个数量级的结果一致［51］。

杭州湾表层沉积物中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总含量为 2.40±1.79 ng/g（0.20~6.63 ng/g），较珠江

口低约 60%［52-53］，可能与杭州湾因强潮汐动力（潮

差>4 m）与长江径流稀释作用有关。其中 PFCA

（2.11±1.69 ng/g）占比 87.9%，远高于 PFSA（0.02±

0.03 ng/g）及 Emerging PFAS（0.28±0.70 ng/g），这

一组成特征与莱州湾（PFCA 占比 50%~97%）相

似［54］。总体上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在沉积物中

的空间分布没有明显的“陆源输入-离岸扩散”特

征（图 5），这与其具有强极性（log Kow=2.1~4.0）

和强水溶性（>500 mg/L）密切相关［55］，导致其优

先赋存于水相，仅少量通过颗粒物吸附进入沉积

物。因此，沉积物-水界面的垂向异质性可能显著

影响污染物赋存形态与生物迁移。钱塘江口附

近传统 PFCA+PFSA 含量较高（>5 ng/g），与宁波

石化园区含氟聚合物生产废水排放直接相关［56］；

Emerging PFAS（如GenX）虽检出量较低（0.27 ng/

g），但其高水溶性与抗降解性（t1/2>1 000 d）导致

其迁移距离较远，在海湾东部较高，受黑潮分支

影响，通过水团平流与细颗粒物（黏粒）结合向东

海陆架输运［57-58］，这一现象在其他区域沉积物中

尚未见报道，凸显长三角工业替代品的环境风

险。

2.4　生境要素、污染物与生物群落、多样性的综

合分析

单独分析沉积环境中粒度组成、TOC 和 TN

的分布为理解生物栖息分布提供依据；污染物与

生物群落、多样性的相关性分析，可定性污染物

对生物的潜在抑制，为识别关键污染因子、评估

生态风险等级提供数据支撑。然而，沉积环境是

同时包含许多要素的，多个环境因子之间发生相

互作用从而对生物产生综合影响。因此，有必要

综合分析生境要素-污染物与生物多样性关系

（图 6a），强化对该区域生态系统状况的指示作

用；以及聚焦到生物类群（图 6b），深入探讨生境

要素和污染物对不同生物群落的影响机制。

冗余分析（RDA）揭示杭州湾沉积生境要素-
污染物对生物多样性的梯度驱动特征（图 6a）。

在多样性层面（RDA1=54.87%， RDA2=16.36%），

Chao1、Observed species、Shannon和 Pielou J这几

类指数箭头紧密聚集，表明这些指标在衡量生物

多样性时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它们所反映的生物

多样性变化趋势较为相似，主要受到 TOC 和 TN

的 控 制 。 丰 富 度 Chao1、Observed species 与

TOC、TN显著正相关（θ<20°），与粉砂正相关（θ<

45°），印证了“有机质-粒度耦合假说”：粉砂通过

优化孔隙结构促进有机质-微生物互作，支持多

样化代谢功能群共存。Observed species、Pielou J

和 Shannon 受 TN 驱动作用大，但对 TOC 和粒度

的敏感性降低，这一机制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表

现为粉砂占比>65%时Shannon提升 40%［59］，但杭

州湾因强潮汐扰动导致“粉砂-TOC”耦合效率较

前 者 低 约 25%［60］ 。 PFCA 与 多 样 性 指 数

（Shannon）呈强负相关（θ≈180°），其抑制作用强

度高，可能与长三角工业区排放的短链 PFAS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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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高（>60%）有关［61］，因其更易穿透生物膜屏障。

DDTs 的负效应也较强，尽管已经禁用多年，

DDTs残留仍对生物多样性有负面影响。相较于

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和有机氯农药，溴代阻燃剂

的抑制丰富度的强度较弱，可能反映PBDEs及其

替代物NBFRs的延迟毒性效应。

图5　杭州湾表层沉积物中污染物的空间分布图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llutants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Hangzhou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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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群落层面（RDA1=37.32%，RDA2=

14.39%），原生动物与藻类主要受 TOC、TN 和黏

粒的正向驱动（夹角 θ<30°），这与长江口研究结

果一致，黏粒通过吸附溶解态有机质形成微团聚

体，为微型生物提供高比表面积的附着基面［62］。

然而，PFCA、PFSA 与这两类生物呈显著负相关

（θ≈150°），可能源于其表面活性剂特性破坏细胞

膜脂质双层结构，而藻类对这两组化合物的强富

集能力（BAF>5 000）进一步放大其亚致死效

应［63］。相比较，Emerging PFAS 因环境暴露时间

短且藻类可利用性低（log Kow=2.1~3.8），尚未表

现出显著抑制［64］。后生动物（如三疣梭子蟹、中

华绒螯蟹等占比＞26%）分布与砂粒含量密切关

联（θ≈40°），其掘穴行为依赖粗颗粒沉积物的机

械稳定性，这一适应性特征与切萨皮克湾底栖蟹

类（Callinectes sapidus）的栖息偏好高度相似［65］。

杭州湾蟹类对 PFCA 的敏感性较弱，因为 PFCA

具有高水溶性和低疏水性，暴露于沉积物中的剂

量可能相对较低，而蟹类通过摄食底栖生物或长

期接触沉积物，导致 PFCA 在蟹类组织中的累积

量可能低于脂溶性更强的传统污染物。真菌则

与DDTs、HCHs呈现正相关（θ≈30°），可能是其通

过细胞壁黑色素吸附有机氯农药并启动胞外降

解途径，这一耐受机制在波罗的海沉积物真菌中

曾有报道［66］。

基于杭州湾沉积物中生物群落与多样性的

冗余分析（RDA）结果，构建了多维度生态响应评

估框架，为区域生态管理提供了宏观尺度的诊断

工具。而聚焦微观生物作用机制的RDA模型，通

过解耦生境要素与污染物对特定功能群的差异

化选择压力，揭示了底栖生物适应性策略的分子

生态学基础。宏观指标揭示生态系统的涌现性

特征，而微观机制则阐明其内在动力学约束，这

种“宏观格局-微观机制”的辩证互证，不仅验证

了多尺度生态模型的解释力［67］，更凸显跨层次分

析在解析复杂生境胁迫中的必要性。

3　结论

明确环境因子与生物指标的关联性，可锁定

生态保护的核心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1）关

键种主导的生态级联效应：三疣梭子蟹通过生物

扰动-底质反馈循环加剧中心区生物同质化，长

江径流与潮汐动力塑造了北部高多样性；（2）沉

积物粒度（粉粒主导）与 C/N 值（海源有机质为

主）的协同分布调控生物栖息模式；（3）污染物空

间格局受陆源输入、沉积粒度和水动力扩散共同

控制；（4）宏观尺度的冗余分析（RDA）构建了杭

州湾多维度生物群落与多样性的响应评估框架，

而微观机制解析揭示了环境因子与污染物对生

物功能群落的差异化选择压力，二者通过“格局-
机制”互证验证了多尺度生物群落与多样性的解

释力，凸显跨层次分析对揭示生态系统涌现性特

征与内在动力学约束的必要性。

杭州湾作为强潮河口生态系统的典型区域，

图6　杭州湾表层沉积物生境要素-污染物与生物多样性、群落的关系
Fig. 6　Relationships between habitat elements-pollutants and biodiversity and communities in the 

surface sediments of Hangzhou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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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积累区域生态数据，

深化对河口沉积物-生物交互作用的认知，在舟

山群岛生态廊道恢复中强化底质异质性修复。

本研究凸显了多因子协同作用对河口生态系统

的级联效应，为海岸带综合管理提供了跨尺度理

论支撑，推动区域生态保护理论与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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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biological communities-habitat elements-pollutants 

distribution and response pattern in Hangzhou Bay sediments

LIU Siru， LIU Xinyi， YUAN Jiawen， MAO Jiali， FENG Meiping， WANG Lifang， LIN Tian

（College of Oceanography and Ecological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By the environmental DNA （eDNA） technique and physicochemical parameter analys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iological community structure， habitat elements and pollutants in the 

surface sediments of Hangzhou Bay and their impacts on biodiversity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sed. A total 

of 53 phyla were identified， with Metazoa dominating （42.55%）， notably the key species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20.84%）， indicating strong keystone species-driven community assembly. Biodiversity 

exhibited distinct spatial gradients： species richness indices （Observed species： 513-3 169； Chao1： 

777.33-4 185.46） decreased southward， while evenness （Pielou J： 0.05-0.79） and diversity （Shannon： 

0.31-6.01） showed a north-high， central-low， and south-moderate patter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sediment grain size ［mainly silt， （70.72±1.94）%］ and TOC ［（0.20±0.06）%］ and TN ［（0.06±0.01）%］ 

showed that coarse-grained substrate drove community homogenisation by optimising crab habitat 

conditions， whereas C/N ratios （3.12±0.83） indicated the dominance of sea-sourced organic matter， and 

areas of high values of TOC and TN coincided with algal and protozoan dominance coincided.The analysis 

of contaminants showed that the contaminants in Hangzhou Bay sediments generally showed a decreasing 

offshore diffusion gradient， of which DDTs ［（9.45±1.68） ng/g］，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 were 

dominated by NBFRs （76.7%）， BDE209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71% of the PBDEs， and the PFCs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CAs accounted for 87.9% of the PFCAs） were relatively homogeneously 

distributed in the sediment due to their high water solubility. The distribution of perfluorinated and 

polyfluorinated alkyl substances （including 87.9% of PFCAs） is relatively uniform in sediments due to high 

water solubility.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habitat elements and pollutants was shaped by tidal dynamics 

and land-based emissions. By integrating macro-scale redundancy analysis （RDA） and micro-ecological 

mechanism analysis， a synergistic pattern-mechanism verification system was constructed in Hangzhou 

Bay. The macro-scale RDA reveals the response of biological community diversity to multi-dimensional 

environmental gradients， while the micro-scale RDA illustrates the differential driving effects of pollutant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functional communities. The mutual validation of the two systems shows that 

the cross-scale mutual feedback mechanism is the core pathway to analyse the emergent characteristics of 

ecosystems， and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multi-stress synergistic management of large-scale strong 

tidal estuarine ecosystems.

Key words: sediment； biological community； habitat elements； pollutants； biodiversity； redundancy 

analysis； Hangzhou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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